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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互联网企业玩兴氛围对创新行为的跨层次作用机制* 

杨  洁 1  张  露 1  黄  勇 2 
(1 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贵阳 550025) (2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  互联网企业通过营造快乐愉悦的玩兴氛围, 推动员工持续创新, 以期组织目标的实现。然而, 现有玩

兴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 缺乏实证研究, 进展相对缓慢。在回顾组织管理领域玩兴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开展三个方面的研究：研究一基于组织氛围理论和玩兴活动特征, 开发中国情境下互联网

企业的团队玩兴氛围量表。研究二立足于团队层次,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重点探讨了玩兴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跨层次作用机制。研究三从创造力成分模型出发, 引入个体思维方式和多重认同, 探讨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

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展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团队玩兴氛围的概念, 促进了玩兴氛围理论的发展, 为互联网类企

业营造玩兴氛围以激发创新行为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玩兴氛围; 创新行为; 工作重塑; 资源保存理论; 创造力成分模型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在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电中指出：“互联网推动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包括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方兴未艾, 
互联网迎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随着信息技术基础理论和前沿科技的突破, 
有力地推动了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 使得经济

系统进入互联网新经济时代, 互联网类企业成为

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泉(胡贝贝, 王胜光, 段玉

厂, 2019)。互联网企业非同寻常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速度, 得益于这类企业一直致力于激发员工的

创新。例如, Google 被认为是“既适合工作又适合

玩乐的组织”, 通过实施每周一天自由时间的制

度, 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 Google News、Google 
Glass、AdSense 等新产品相继被开发。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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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appos 倡导“让员工在工作中玩乐”, 鼓励员工

冒险, 接纳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 收获了更高的

工作满意度和创新绩效 (Schmidt & Rosenberg, 
2014)。这些旨在让员工有机会在工作场所“玩乐”
的实践 , 营造出轻松自由的“玩兴氛围” (Playful 
climate), 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创造性(Petelczyc, 
Capezio, Wang, Restubog, & Aquino, 2018)。 

西方学者认为玩兴氛围是指充满笑声、玩笑

和幽默的工作环境(Isaksen, Lauer, & Ekvall, 1999), 
建立在员工对随意和轻松氛围的感知之上, 深深

地影响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提高了

工作投入和创新绩效(Fluegge-Woolf, 2014)。玩乐

体验深受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鼓励个体彰显个性

和自由探索的文化下, 容易形成推崇和支持工作

场所玩兴和乐趣的氛围。然而, 西方互联网企业

推行的各种“玩乐”实践, 在中国文化中可能被视

为“不务正业”。中国传统的工作观认为, 员工应该

“励精图治”、“勤勉努力”, 工作中不应该玩乐, “业
精于勤荒于嬉”、“淫慢则不能励精”。事实上, 国
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的日常工作环境也充盈着中

国文化色彩的玩乐元素, 如阿里巴巴用金庸小说

中的“达摩院” (Damo)为其新设立的科学实验室

命名 , 鼓励员工攀登“武林最高峰”, 提高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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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腾讯设立“打怪升级”晋升通道, 通过经验

值累计兑现奖金和升职 , 激发出员工的创造潜

能。同时, 互联网企业普遍采用平台组织结构, 通
过众多高度灵活可变的小微模块或小组模块以团

队方式完成具体项目(赵宇楠 , 程震霞 , 井润田 , 
2019)。例如, 腾讯公司的微信团队, 淘宝的天猫

团队, 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团队等。因此, 有必要基

于中国文化背景, 立足于团队层次, 探索互联网

企业玩兴氛围的内涵 , 开展本土玩兴研究(聂晶 , 
卢新怡, 2016)。 

玩兴氛围研究源于对儿童玩兴的关注, Glynn
和 Webster (1992)首次将玩兴研究扩展至成年人, 
认为玩兴是个体以不严肃的方式参与活动的稳定

的倾向或个人特质。在组织管理领域, 研究者主

要聚焦于玩兴活动与玩兴氛围的研究。学者们多

采用 Playfulness 代表玩兴活动(余嫔, 吴静吉, 林
伟文, 2003), 表征具有娱乐性目的、高度互动特征

以及能够激发热情的活动 (van Vleet & Feeney, 
2015)。而玩兴氛围的理论探索才刚起步, 研究成

果比较分散(Petelczyc et al., 2018)。研究者对玩兴

氛围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 存在从组织客观

特征和内部环境营造描述玩兴氛围的两种主要观

点, 前者将玩兴氛围界定为创新氛围中的“玩兴/
幽默”子维度 , 意指让人感到轻松和随意的组织

环境(Isaksen et al., 1999); 后者从人际互动角度

定义玩兴氛围为组织和管理者共同营造的愉悦气

氛, 鼓励员工玩兴, 使其安心并尽情地探索与组

织目标相关的有趣事物(余嫔 等, 2003)。由于玩

兴氛围概念内涵模糊, 导致现有量表的心理测量

特性较低, 严重制约了玩兴氛围理论构建与实证

研究。此外, 西方学者对玩兴氛围的研究侧重于

一般性玩兴氛围的探析, 尽管富有启示, 但缺乏

情境特定性(如互联网行业)。 
目前, 玩兴氛围的积极影响正引发学界的关

注(Plester, Cooper-Thomas, & Winquist, 2015)。已

有研究发现, 玩兴的工作场景不仅能吸引外部求

职者(Tews, Michel, & Bartlett, 2012), 还可以提高

组织内部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凝聚力 (Ford, 
McLaughlin, & Newstrom, 2003), 激发工作投入

(Müceldili & Erdil, 2016), 对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

行为产生积极影响(Fluegge-Woolf, 2014)。余嫔等

人(2003)指出 , 玩兴的组织氛围有助于激活员工

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发散性思维, 带来工作上的

创意。尽管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 玩兴氛围与员

工创造力和创新表现显著正相关, 但是玩兴氛围

仍 是 “ 目 前 研 究 和 理 解 得 最 少 的 组 织 现 象 ” 
(Mainemelis & Ronson, 2006), 玩兴氛围与员工创

新的实证研究相当匮乏, 二者关系仍不明朗。国

内互联网行业为探索玩兴氛围与员工创新的关联

性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一方面, 互联网企业盛行

创新、平等、自由的工程师文化(梁萌, 2019); 另
一方面, 腾讯、阿里巴巴及盛大等互联网类企业

已积极探索玩兴的组织氛围。鉴于此, 本研究将

互联网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揭示玩兴氛围对创

新行为的影响作用。 
同时, 对玩兴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后发现, 玩

兴氛围影响员工态度、行为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

究尚付阙如。近来, Petelczyc 等人(2018)建议将乐

趣研究整合到玩兴理论中, 尝试从心流理论、情

感事件理论、宣泄视角解释玩兴(氛围)对员工行为

的影响和作用。心流理论视角认为, 玩兴(氛围)
与挑战、自主性和反馈相关(Abramis, 1990), 能够

产生被称为“心流”的独特感觉, 这种个体内在激

活 状 态 与 解 决 问 题 和 创 造 力 密 不 可 分

(Csikszentmihalyi, 1975)。情感事件理论视角指出, 
玩兴的工作氛围容易引发玩兴活动, 相伴积极情

感体验, 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认知灵活性和创造性

思维(杨洁, 常铭超, 张露, 2019)。宣泄视角提出, 
玩兴氛围有助于个体放松、释放紧张情绪(Hunter, 
Jemielniak, & Postula, 2010)。在互联网企业中, 任
务重、挑战大、时间长等工作特征普遍存在(赵继

新 , 王梦茜 , 赵大丽 , 2018), 而玩兴氛围有助于

缓解疲劳和情绪损耗的消极影响。玩乐(氛围)还可

以塑造有价值的心理资源(如乐观)、社会资源(如
人际信任 ) (Han, Kim, & Jeong, 2016; Michel, 
Tews, & Allen, 2019), 对团队士气和绩效产生积

极影响(Petelczyc et al., 2018)。同时, 根据创造力

成分理论的观点 , 创新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Amabile, 1997), 拥有丰裕资源的个体更愿意投

身于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学习过程。工作重塑被视

为资源构建策略, 不仅能够减少因工作要求导致

的个体资源损耗, 而且能够积极促进个体工作和

社会资源的增加(Tims, Bakker, & Derks, 2013a)。
作为一种主动性工作调整行为(Tims, Bakker, & 
Derks, 2012), 工作重塑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 还
可以是一种协作性活动, 由群体成员共同决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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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塑造任务边界与工作实践 , 实现共同目标

(Leana, Appelbaum, & Shevchuk, 2009)。考虑到团

队工作方式已然成为互联网企业常态 (梁萌 , 
2016), 有必要从个体及团队工作重塑视角解释玩

兴氛围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过程。 
最后, 已有研究大多认同玩兴氛围对个人和

组织都是有益的, 但也有不一致的观点。例如, 一
项研究提出玩兴氛围积极影响组织创新 (曾琦 , 
2008), 但 Karamfilov (2018)发现玩兴氛围与组织

创造力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虽然学者们尝试从研

究方法、玩兴氛围测量的差异来解释, 但仍未能

达成共识。这意味着, 玩兴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

的关系有可能受情境因素影响。Petelczyc 等人

(2018)认为有必要拓展玩兴氛围对个体、团队和组

织影响的边界 ,  并提出个体特征(如自我调节能

力)、团队变量(如团队内聚力和团队任务类型)可
能促进或抑制玩兴氛围的作用结果。令人遗憾的

是, 相关的实证研究罕有。领导是激发员工创造

力的重要因素之一(Zhou & However, 2014), 互联

网行业面对不确定的环境, 更需要上级领导帮助

员工多角度、有理性地思考, 鼓励员工质疑现有

的工作方式, 探索创新的方向。批判性思维正是

这种运用证据、方法等方式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认

知技能(侯玉波, 2017)。与西方重视独立人格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偏向辩证和中庸。具有高水

平中庸思维的领导能够包容员工的不同想法, 可
能影响下属在玩兴氛围中的行为表现和工作结

果。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Amabile, 1997), 员工创

新行为是个体获得的支持性资源与个体创造性技

能交互作用的产物, 而思维方式是个体重要的创

造性技能, 由此可以推测, 员工的批判性思维/中 
 

庸思维能够与他们从工作环境中获得的各种资源

共同作用, 促进员工提出新的创意并付诸实施。

同时, 与工作相关的多重身份普遍存在, 员工能

够构建起基于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如组织认同、

专业认同) (Hekman, Bigley, Steensma, & Hereford, 
2009)。尤其在互联网企业, 以知识型员工为主体

的雇员队伍是其有别于传统企业的特征之一, 员
工忠诚于自己的专业甚于组织(德鲁克, 2006)。由

于组织认同是个体倾向于从组织角度进行思考和

行动, 专业认同侧重于从职业能力和个人视角来

分析(袁庆宏, 丁刚, 李珲, 2014), 组织(专业)认同

可能强化员工的组织(成就)动机取向(Song, Liu, Gu, 
& He, 2018; 袁庆宏 等, 2014), 从而影响员工在

玩兴环境中的行为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认为, 首先应该从中

国情景出发, 聚焦于不断推出新技术实现自身快

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 探索玩兴氛围的概念内涵

并开发测量工具。其次, 从资源保存理论角度, 揭
开互联网企业玩兴氛围影响创新行为的黑箱。最

后, 探讨玩兴氛围影响创新行为的重要情境条件。 

2  研究构想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进行互联网

企业团队玩兴氛围量表开发; 研究二立足于团队

层次, 重点探索互联网企业玩兴氛围对员工创新

行为的跨层作用机制; 研究三分析团队玩兴氛围影

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边界条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2.1  研究一：互联网企业团队玩兴氛围量表开发 

本研究基于组织氛围理论, 以中国互联网企

业为对象 ,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从互联网企业氛围营造的实践中提炼团队玩兴氛 

 
 

图 1  整体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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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概念内涵, 解析团队玩兴氛围的结构维度并

尝试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玩兴氛围量表是实证

研究的基础 , 对玩兴氛围内涵认识的含糊不清 , 
严重地影响玩兴氛围量表的开发, 既阻碍了玩兴

氛围影响机制的研究, 又不利于企业打造乐于创

新的组织环境。 
首先, 确定玩兴氛围的内涵和研究层次。从

玩兴活动的观点来看, 玩兴氛围是员工对组织或

群体鼓励玩兴活动的感知(Petelczyc et al., 2018), 
强调组织或群体支持员工“在工作中玩”、“玩出创

意和点子” (余嫔, 2005)。致力于营造玩兴氛围的

互联网企业通过鼓励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多进行休

闲互动, 留足时间给员工进行自主思考, 在轻松

状态下探索任务目标的实现。由于团队是互联网

企业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梁萌, 2016), 团队成员

间相互依赖,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频繁互动和深入交

流。因此, 团队是测量玩兴氛围的最佳对象(West, 
1990), 从团队层面能更准确地刻画员工对环境特

征的共享感知(Amabile, Conti, Coon, Lazenby, & 
Herron, 1996)。本研究将互联网企业玩兴氛围聚

焦于团队层面 , 定义为“团队成员对同事间愉快

互动、领导鼓励玩兴活动, 以及组织支持团队成

员玩兴的政策、资源等工作情境的共享感知。” 
其次, 划分团队玩兴氛围的维度。鉴于玩兴

氛围具有与创新氛围相似的特征(Isaksen et al., 
1999), 本研究借鉴 Amabile 等人(1996)提出的创

新氛围构念结构, 包括组织鼓励、上级鼓励、团

队支持、充足资源以及挑战性工作五个维度。首

先, 由于玩兴活动具有自发性、社会互动性的特

征, 本研究认为员工参与的具有互动性特征的玩

兴活动是塑造玩兴氛围的关键, 如工作间歇的互

动、工作结束之后相约休闲娱乐等。其次, 群体

领导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了成员之间的愉快交流和

频繁互动能否发生, 领导支持是玩兴氛围形成的

重要来源(Ekvall, 1996; 余嫔 等, 2003)。第三, 群
体氛围的形成易受群体所嵌入组织的态度影响 , 
即组织政策非常关键。同时, 是否提供在工作之

余休闲玩乐的场所和条件也是玩兴氛围的重要标

志, 如阿里巴巴有数个篮球馆, 腾讯也建有运动

场。即组织为团队成员玩兴提供的政策、条件和

资源体现了对团队玩兴的鼓励。综上, 本研究提

出的互联网企业团队玩兴氛围应该具有多维结构, 
包含同事互动、领导支持和组织支持三个方面。 

最后, 编制团队玩兴氛围量表。群体氛围是

成员共享的对群体环境的感知, 会因国家文化、

行业特征, 以及组织差异而有所不同(Amabile et 
al., 1996)。因此,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情境, 针对热

衷于营造玩兴氛围的互联网行业, 遵循扎根理论

和量表开发的科学方法, 编制团队玩兴氛围的测

量量表。具体做法如下：第一, 采用一对一方式

对互联网企业员工进行深度访谈。选择 30 名左右

研究对象 , 询问诸如“举例说明轻松快乐的组织

环境的特征”等问题。第二, 编码访谈数据。运用

多次迭代方法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和归类, 形成

初步测量题项, 并邀请组织行为领域的专家参与

题项修订。第三,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

证性因子分析(CFA), 确定量表因子结构。第四, 
通过比较玩兴氛围与创新氛围的相关性, 检验玩

兴氛围量表的区分效度; 分析玩兴氛围与创造力

和创新行为的关系, 验证所开发量表的预测效度。 
2.2  研究二：玩兴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作

用机制 
资源保存理论从保护与获取资源的角度出发, 

提出回避资源损失的首要原则, 并认为人们有通

过资源构建策略防止资源损失、从损失中恢复 , 
以及获取新资源的动机(Hobfoll, 2001)。Halbesleben, 
Neveu, Paustian-Underdahl 和 Westman (2014)进一

步提出, 资源可得性和资源价值信号都可能引发

个体的资源投资行为。玩兴氛围强调工作自主权、

相互信任、领导开放和幽默(余嫔 等, 2003), 其中

蕴含着丰富的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由此, 玩兴

氛围有助于个体获取资源, 继而积极参与资源构

建策略(如工作重塑)来增加和扩展新资源。 
工作重塑是员工在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之间

寻求平衡而进行的主动性工作调整行为(Tims et 
al., 2012)。Wrzesniewski 和 Dutton (2001)从员工

视角开创性地提出工作重塑概念后, 学者们将研

究重点聚焦在个体层次。由于团队已经成为组织

完成工作的主要方式, 如团队成员在工作过程中

具有相似体验、承担类似任务目标、从事定期交

流和互动, 以及共享知识信息。因此, 工作重塑也

可以是一种协作性活动, 由群体成员共同协商决

定任务边界和具体的工作实践 , 实现共同目标

(Leana et al., 2009; Tims, Bakker, Derks, & van 
Rhenen, 2013b)。工作重塑强调增加积极工作资源

和挑战性工作要求、规避阻碍性工作要求(Tim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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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2), 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来看就是竭力

地增加资源并防止资源损失。Tims 等人(2013a)
认为工作重塑是一种积极的资源构建策略, 不仅

减少因工作要求导致的个体资源损耗, 而且能促

进个体工作和社会资源的增加。如上所述, 玩兴

氛围意味着组织内充满多种支持性资源, 不仅让

员工体验到乐趣, 还可以带来心理资源和社会资

源(Petelczyc et al., 2018)。例如, 同事互动唤起积

极情感体验而增进友谊, 上下级互动取得他人支

持等。进一步地, 玩乐还能提高团队凝聚力, 这是

一种关键的社会资源(Petelczyc et al., 2018), 能增

强同事间的信任 , 有利于他们共同参与工作调

整。因此, 玩兴环境利于个体/团队获取资源, 促
使他们选择工作重塑来扩展新资源。值得关注的

是, 互联网企业富含工作重塑的土壤, 其内部职

位设计留有大量的“空白地带” (梁萌 , 陈建伟 , 
2017), 同时给予员工探索核心工作职责之外的自

主权。这不仅提供了员工调整工作的机会, 还降

低了工作重塑的风险。因此, 本研究推论玩兴氛

围能够提高个体及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工作重塑活

动的动能。 
员工创新行为是多阶段的过程, 始于问题发

现和创意产生, 继而为创意寻求支持, 最终将创

意落地(Scott & Bruce, 1994)。在团队层面, 团队

创新行为是指在团队中引入或应用新颖、有用的

创意、流程、产品或服务。创新行为的各阶段都

需要充足的资源, 丰富的资源有利于创新的发生

(Amabile et al., 1996)。更重要的是, 创新活动面临

较大风险, 创新失败会引致资源损失, 如失败后

工作的变动、上级和同事的不理解等。根据回避

资源损失的原则, 在没有充足资源的条件下, 员
工有所顾虑而使得创新活动不易发生。工作重塑

帮助员工减少了角色模糊或冲突等阻碍性工作要

求、提升了专业知识和新技能(Tims et al., 2013b), 
在探索新任务的过程中更容易迸发出新的观点和

想法(Amabile et al., 1996)。此外, 创新活动是一个

社会交互过程(Anderson, Potočnik, & Zhou, 2014), 
工作重塑者通过积极地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Tims 
et al., 2012), 获得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与帮助, 有
助于他们消除担忧和顾虑, 去尝试一些突破现有

规则的新方法(王石磊, 彭正龙, 2013)。因此, 本
文推测员工 /团队工作重塑策略能够为创新行为

提供充足的资源。相关研究发现工作重塑正向影

响员工创造力(刘云硕, 叶龙, 郭名, 2019)和创新

绩效(Gordon, Demerouti, Le Blanc, & Bipp, 2015)。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1：团队玩兴氛围通过员工工作重塑的

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假设 2：团队玩兴氛围通过团队工作重塑的

中介作用跨层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假设 3：团队玩兴氛围通过团队工作重塑的

中介作用影响团队创新行为。 
2.3  研究三：玩兴氛围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边界

条件 
目前玩兴氛围实证研究较少, 仅有的两项研

究虽然探讨了玩兴氛围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但是

研究结论不一致(曾琦, 2008; Karamfilov, 2018), 
这意味着玩兴氛围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可能受情

境因素影响。 
创造力成分模型强调, 员工创造力是个体外

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Amabile, 1997)。外
部情境尤其是工作环境对创造力的形成有很大的

影响, 存在促进创造力(如自由)和阻碍创造力(如
墨守成规的高管)的成分。内部因素主要聚焦于个

体的内部动机、创造性技能和专业知识对创造力

的提升作用。该模型进一步指出, 促进性工作环

境与高水平个体因素的匹配会带来最佳的创造

力。例如, Zhu, Gardner 和 Chen (2018)发现了外在

动机调节团队合作氛围对个体创造力的间接作

用。因此, 本研究基于创造力成分模型, 探索领导

和员工的认知技能、多重认同等因素在激发员工

创新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领导会带来员工创新所需的关系资源, 如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会促进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

为的积极影响(韩翼, 杨百寅, 2011)。随着研究的

深入, 学者提出领导能为员工的创新活动提供重

要的认知资源。江静和杨百寅(2016)验证了领导的

批判性思维在团队成员换位思考促进团队任务反

思和团队创造力过程中的强化作用, 并认为批判

性思维较之领导成员关系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更

为关键的能动性作用。 
思维方式是一种认知技能, 批判性思维方式

尤其被心理学家认为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得以养

成的技能, 表征运用证据、方法等方式进行分析、

诠释、推论和评估的认知过程(侯玉波, 2017)。批

判性思维被认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 , 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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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的人类现象 , ……是一种强大的资源” (彼
得·费希万 , 诺琳·费希万 , 爱格尼斯·蒂瓦里 , 费
利克斯·尤恩, 2009)。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批判性

思维作为一种反思思维和探究工具, 是一种重要

的个体资源。Hobfoll (2001)将个体珍视的资源分

为物质资源、条件资源、个体资源和能量资源, 不
同种类资源的互补 , 满足个体不断增加资源存

量、实现工作目标的目的。其中, 社会支持等条

件性资源, 其价值随着时间推移会降低。由于资

源的减少会引发担忧, 人们总是积极寻求增加资

源, 特别是通过投资获取新资源来满足对资源的

需求(Halbesleben et al., 2014)。由此推论, 领导的

批判性思维方式成为员工的可获性资源, 可以有

效补充玩兴氛围这类社会支持资源。具体来说 , 
玩兴氛围激发了个体主动调整工作的动能, 经由

领导的理性分析和指点, 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改进

工作。即领导认知资源与员工从玩兴氛围获得的

支持性资源交互作用, 共同促进员工的工作重塑。 
此外, 领导的认知技能还能影响员工的认知

活 动 , 如 对 员 工 的 创 意 想 法 进 行 理 性 评 价

(Mumford, Todd, Higgs, & McIntosh, 2017), 促使

员工更广泛地搜寻信息 , 探索问题本质和真相 , 
寻找新的问题解决路径(Jiang & Yang, 2015)。已有

研究指出,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会激发员工的

反思和深入探究 , 员工因而能够认真审视问题 , 
合理公正地进行评估, 最后提出更为适宜的问题

解决方案(Tiwari, Lai, So, & Yueh, 2006)。事实上, 
互联网行业面对不确定的环境, 更需要领导的明

辨性认知技能帮助员工多角度、有理性地思考 , 
鼓励员工质疑现有的工作方式 , 探索创新的方

向。可以推论, 在互联网企业宽松愉快的团队玩

兴环境下, 领导通过批判性认知技能为员工带来

理性思维的认知资源, 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工作环

境中的各类资源(Amabile, 1997), 推动资源的有

效整合、运用, 有利于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

为(江静, 杨百寅, 2016)。由此, 提出假设：  
假设 4：领导批判性思维调节团队玩兴氛围

对员工工作重塑(4a)和员工创新行为(4b)的积极

影响, 即领导具有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时 , 玩兴

氛围对员工工作重塑和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更大。 
思维方式不分国界, 但不同地域的人在思维

特征上有所区别。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 
思维方式更偏向辩证和中庸。中庸的人是“佳友” 

(张军伟, 龙立荣, 2016), 中庸思维亦是资源和工

具。孔子提出中庸之时, 意指“过犹不及, 恰到好

处”。作为与批判性思维相异的思维方式, 中庸思

维指引着个体如何看待事物的多个侧面、如何认

识问题, 以及如何选择行动方案。在判断问题并

做出选择时, 中庸思维强调全局考虑, 实现多方

平衡(段锦云 , 凌斌 , 2011)。高中庸思维的领导 , 
提倡兼容并蓄, 能换位思考, 全面了解员工的特

点, 包容员工的想法。 
在充满社会支持的玩兴氛围中, 员工感到放

松, 愿意分享与交流学习(Petelczyc et al., 2018)。
而具有高水平中庸思维的领导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鼓励员工各抒己见(杨中芳, 2009), 员工更容易放

下顾虑, 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具体来说, 高中庸

思维领导的包容会使员工感到“安全”, 玩兴氛围

中的丰富资源会促使员工愿意尝试有风险的工作

重塑和创新行为; 相反, 低中庸思维领导会使员

工将工作重塑和创新行为视为不安全的活动, 此
时, 即使处于玩兴氛围中, 员工亦没有足够动力

参与工作重塑和创新行为。即高中庸思维的领导

成为激发员工投身工作重塑和创新过程的重要催

化剂。与批判性思维的领导相比, 中庸思维的领

导更能包容在玩兴环境中所激发的各种想法, 并
用委婉方式指出员工的不妥之处, 以规避非必要

的冲突。然而, 这也可能使得员工的工作环境过

于宽松, 从而对组织的任务目标不够聚焦。即可

能存在 Petelczyc 等人(2018)的担忧, 当缺乏约束

时, 宽松环境下的员工行为不一定总能有利于组

织目标。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推测, 相比批判性思

维的领导, 中庸思维的领导在玩兴氛围与员工工

作重塑和创新行为之间的积极调节作用较小。 
假设 5：领导中庸思维调节团队玩兴氛围对

员工工作重塑(5a)和员工创新行为(5b)的积极影

响, 即领导具有高水平的中庸思维时, 玩兴氛围

对员工工作重塑和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更大。 
假设 6：较之批判性思维, 领导中庸思维对玩

兴氛围与员工工作重塑(6a)和员工创新行为(6b)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小。 

另外, 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 员工的创造性

行为是个体获得的支持性资源和个体创造性技能

的交互作用产物(Amabile, 1997)。可以推论, 员工

的批判性思维作为重要的创造性技能, 能够促进

工作重塑所提供的丰富结构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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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激活个体的创造潜能, 使其能有更好的创新表

现。同理, 员工的中庸思维使得员工能从组织全

局思考问题, 更好地利用工作重塑带来的丰富的

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 吸取、融合来自不同利益

主体的差异性观点, 在工作中提出新的创意并予

以实施。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7：员工批判性思维调节员工工作重塑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即员工具有高水平

的批判性思维时,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的

积极影响更大。 
假设 8：员工中庸思维调节员工工作重塑对

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即员工具有高水平的

中庸思维时,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的积极

影响更大。 
创造力成分理论还认为, 个体动机是员工参

与创造活动的核心驱动因素(Amabile, 1997)。组织

认同是个体认同自己属于特定组织的身份, 表征

了个体对组织的归属感(Ashforth & Mael, 1989)。
当个体把“我”看成是“我们”中的一员时, 会对组

织产生情感依赖 , 内化组织的要求(Tavares, van 
Knippenberg, & van Dick, 2016), 激发出为组织目

标和利益服务的动力。此时, 员工不仅将服务组

织具化为提高工作绩效的内在要求(Hekman et al., 
2009), 还会从事角色外行为如帮助他人, 来回报

组织的关怀和期望。Song 等人(2018)进一步指出, 
团队认同激发亲组织动机, 使团队成员愿意通过

亲密合作、知识信息分享等方式, 促进创新行为, 
实现团队发展。同时, 互联网企业以知识型员工

为主体, 他们对专业和知识的尊重甚于组织(德鲁

克, 2006)。据此, 本文尝试解析组织认同和专业认

同在员工工作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边界作用。 
工作重塑是基于资源驱动和自我导向为特征

的主动性工作调整行为。对于高组织认同的员工

而言, 他们把自己和组织视为一体, 内化组织目

标和价值观(Ashforth & Mael, 1989)。这就意味着

高组织认同的员工会从组织的角度进行工作重

塑。组织认同程度越高的员工越倾向于从组织利

益出发, 思考如何通过革新工作内容和方式, 不
断提出在产品、服务等方面的新想法, 并摸索符

合组织利益的、行之有效的产出新成果的方式。

此时, 高组织认同的员工会将从工作重塑获得的

结构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投入符合组织利益的活

动中, 即高组织认同的工作重塑者聚焦组织利益, 

其创新内在动机更容易被唤醒(李辉, 2018), 推动

其勇于提出和实施新想法。反之, 低组织认同的

员工非但不会考虑组织利益, 反而会在自我利益

驱动下, 减少挑战性工作要求等活动。从长远来

看, 这类行为会导致个体和组织利益受损(Tims et 
al., 2013a)。之前研究已证实, 以组织利益为目标

的主动行为(如谏言行为、反馈寻求行为)带来了积

极的工作结果 (王石磊 , 彭正龙 , 2013; 唐汉瑛 , 
龙立荣, 2019)。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9：组织认同调节员工工作重塑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即员工具有较高组织认同

时,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更大。 
近年来 , 专业人员在组织中占比不断增加 , 

已成为关键的人力资源。令人遗憾的是, 专业性

员工的心理特征(如专业认同)及其作用结果的相

关研究较为少见, 之前研究仅仅从医生、教师等

知识型员工角度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Hekman et 
al., 2009)。而在创新速度和创新成果处于头部的

互联网企业, 其软件开发、营销管理和咨询设计

等专业人员常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规范训练, 这类

人员的专业认同程度更高, 且创新性是衡量其工

作成果的重要依据。因此, 探索专业认同对互联

网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大价值和意义。 
专业认同高的员工重视其所从事专业工作的

社会价值, 渴望个人成长需要的满足(Hekman et 
al., 2009), 善于从专业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打破

常规寻求发展 (Burris, Rockmann, & Kimmons, 
2017)。一方面, 专业认同度高的员工倾向于从职

业能力提升的角度出发, 在工作重塑提供了充足

资源的条件下, 寻求挑战性高、难度大的创新任

务; 另一方面, 他们有意愿参与增加结构性工作

资源的活动, 如提高专业水平、学习新技能, 以及

积极构建有利于促进职业成长的社会网络, 实现

个体的成长。这无疑使得高专业认同的工作重塑

者能够用丰富的结构性资源和社会资源来唤醒内

在创新动机(李辉, 2018), 激发出个体勇于尝试和

实施新想法的行为。反之, 低专业认同的员工会

因短期利益驱动更多地选择减少挑战性工作要求

等行为, 导致创新意愿低、创新资源少, 表现出较

少的创新行为。由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10：专业认同调节员工工作重塑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即员工具有较高专业认同

时,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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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相关的多重身份普遍存在, 形成了不

同的身份认同(如组织认同、专业认同) (Hekman et 
al., 2009)。在互联网企业, 组织认同和专业认同是

共生相伴的现象, 某个员工认同其隶属组织的同

时亦能认同其专业经历和背景。之前研究对组织

认同与专业认同的关系及其联合作用的结论并不

一致。有学者认为两种认同同时到达较高水平可

能引发身份冲突的矛盾(Johnson, Morgeson, Ilgen, 
Meyer, & Lloyd, 2006), Hekman 等人(2009)进一步

发现, 当员工的组织认同高而专业认同低时 , 组
织支持感对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最强。国内学者

亦得到相似的结论 , 袁庆宏等人(2014)发现员工

组织认同低而专业认同高时, 职业成长对员工离

职倾向的影响最强。另一方面 , Clark, Gioia, 
Ketchen 和 Thomas (2010)提出, 应从双重认同的

互动性而非差异性来解释它们的作用效应, 国内

学者基于高校教师的研究样本, 亦验证了专业认

同对组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张宁俊, 朱伏平, 
张斌, 2013)。 

进一步分析, 组织认同和专业认同的主要目

标都是维持一个积极的身份, 但在目标达成的路

径上有所不同。前者强调个体从组织角度进行思

考和行动, 后者侧重于从个人职业能力和发展的

视角来分析(袁庆宏 等, 2014)。换言之, 组织认同

强化员工工作重塑的组织动机取向, 而专业认同

则激活员工工作重塑的个人(成就)动机取向。动机

性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内部动机与亲社会动机共同

影响创造力(Grant & Berry, 2011), 其原因在于亲

社会动机有助于增强个体对他人观点、需求的敏

感度, 由此放大内部动机对创造力的正向效应(李
阳, 白新文, 2015)。从心理比较理论视角来看, 内
在动机会比较不同任务的特点, 根据任务有趣性

和难度等因素选择性地表现出不同强度的动机状

态(Shin & Grant, 2019)。因此, 专业认同激活的内

在动机会更偏好挑战性大的创新任务, 在此情境

下更多的创新行为被激发出来。本文推论, 对于

高组织认同和高专业认同的工作重塑者, 他们既

考虑组织需要又兼顾个体挑战性动机, 促进增加

结构性资源、社会性资源、挑战性工作要求的活

动, 同时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的活动, 其创新意

愿强、创新资源多、创新行为频繁。相反, 对于

低组织认同和低专业认同的工作重塑者, 其创新

资源少、创新意愿低, 表现出的创新行为频率最

低。由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11：员工工作重塑、组织认同和专业认

同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三重交互作用, 即组织认

同和专业认同越高,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

的正向影响越强。 

3  理论建构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的技术变革, 互
联网企业不断加快技术更迭以获取竞争优势。为

了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创造性,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企业根据行业的工作特点与雇员队伍特征, 通过

赋予员工自主权、丰富心理资源等方式, 积极地

营造组织或团队玩兴氛围。本研究从中国互联网

企业的管理实践出发, 借鉴西方组织玩兴氛围的

研究, 试图发展中国情境下的团队玩兴氛围理论, 
构建团队玩兴氛围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模

型, 阐释团队玩兴氛围的影响机制, 并为实证研

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总体而言, 本研究

促进了玩兴氛围理论的发展。 
首先, 提出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团队玩兴氛围

概念, 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以往玩兴氛围的研

究建立在西方企业实践的基础之上, 通过案例研

究(Lundin, Paul, & Christensen, 2000; Plester & 
Hutchison, 2016; Kamalan & Sutha, 2017)和实证研

究(Karl, Peluchette, Hall, & Harland, 2005), 初步

构建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玩兴或乐趣活动的表现

形式并检验其影响效果(Ford et al., 2003; McDowell, 
2004; Tews et al., 2012; Tews, Michel, & Allen, 
2014; Van Vleet & Feeney, 2015)。国内学者则在中

国情境中运用、完善西方学者提出的玩兴或乐趣

理论(余嫔 , 2005; 刘文彬 , 唐杰 , 邵云飞 , 2017; 
杨洁等, 2019), 尝试检验玩兴或乐趣对组织或员

工的积极影响。尽管已有研究促进了对企业玩兴

活动的关注, 加深了对这一现象的认知, 但是这

些研究常常将“玩”和“乐”混淆 (Petelczyc et al., 
2018), 探讨企业玩乐活动的一般性措施和实践 , 
未能清晰地辨析玩兴、乐趣的活动及氛围的差异

(McDowell, 2004; Fluegge-Woolf, 2014; Tews et 
al., 2014), 导致对玩兴氛围的内涵界定存在不一

致。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 已成为经济系统

的重要构成, 其中部分领先企业正积极践行各种

玩兴活动, 但是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此外, 
与目前大多数组织氛围研究类似, 玩乐氛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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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多在个体层面展开, 探讨个体对组织环境

的知觉如何影响其态度和行为(Tews et al., 2014; 
刘文彬 等, 2017), 没有考虑到团队成员的共同体

验对团队成员协作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关注互联

网企业小微模块或小组模块以团队形式开展创新

活动的现实情境, 提出在团队层面才能更好地抓

住互联网企业员工共享的氛围感知。在此基础上, 
依从组织氛围理论对玩兴氛围要素进行解构, 继而

发展出中国情境下互联网企业团队玩兴氛围概念。 
同时, 现有玩兴氛围测量工具不能很好地适

用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情境。西方学者最早在创新

氛围研究中提出玩兴氛围, 认为玩兴/幽默是刺激

创新行为的因子(Isaksen et al., 1999), 并从组织

创新特征中提炼出玩兴氛围的构念。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包含 5 个题项的玩兴氛围子量表, 用于测

量员工感知到的工作环境充满笑声和幽默的程

度。基于这一玩兴氛围概念, 台湾学者根据 IDEO
公司的实践, 开发了包括 8 因子 45 题项的组织玩

兴 氛 围 量 表 (Organizational playfulness climate 
questionnaire, 简称 OPCQ) (余嫔 等, 2003)。该量

表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 但是测量题项源于对教

师、IT 和培训咨询工作人员的访谈, 由于访谈对

象所处行业差异较大, 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都有

待验证。本研究基于国内互联网企业, 借鉴组织

创新氛围理论和玩乐氛围的研究成果, 强调团队

玩兴氛围的核心是团队和直接上级鼓励员工的玩

兴, 组织创造条件支持员工轻松互动, 促进员工

探索新的方式来实现工作目标。基于此, 提出鼓

励员工玩兴可以具体概括为同事、领导和组织等

三方面的支持, 以此构成团队玩兴氛围的三个结

构维度。研究结果弥补了现有测量情境化程度不

高的问题, 促进了玩兴氛围构念的发展。 
其次,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阐释了团队玩兴

氛围影响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 构建了团队玩兴

氛围通过资源构建策略影响创新行为的多层次理

论模型。已有研究主要从认知(如人际信任、组织

嵌入)和情感(如情感承诺、积极情感、乐趣体验)
视角, 验证了玩兴/乐趣的工作环境对员工创新绩

效的积极作用(Chan & Mak, 2016; Fluegge-Woolf, 
2014; Han et al., 2016; 马丽, 鲍红娟, 杨春江, 毛
承成, 刘伟姣, 2016; Tang, Liu, & Liu, 2017), 能
够使组织和员工从中受益(张正堂, 2009; Plester et 
al., 2015)。这些分析视角聚焦玩兴氛围对员工心

理状态的影响, 但忽视了玩兴氛围的资源属性及

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推测, 团队中充满

各种有助于玩兴的资源(Petelczyc et al., 2018), 会
促使员工运用资源建构策略(如工作重塑)来获得

更多的新资源。例如, 中国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

创新要求高、挑战性大、工作时间长等特征, 良
好的玩兴氛围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缓解

疲劳、增加个体心理资源和支持性社会资源

(Plester et al., 2015; 叶余建, 张炜, 2019), 也有利

于员工投入高风险、高要求的创新活动。因此, 本
研究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构建互联网企业玩兴氛

围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模型, 既拓展了

玩兴氛围的理论框架, 又将资源保存理论运用到

互联网企业情境中进行检验。进一步地, 互联网

企业的员工通常是具有专业背景的知识型员工(德
鲁克, 2006; 梁萌, 2016), 管理者往往对其有较高

的创新期望。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 创新行为的

实现需要员工具有足够的动机、知识和认知策略。

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境, 本研究同时从外部情境(领
导)和内部因素(员工)两方面, 阐明团队玩兴氛围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边界条件, 具体考察领导和

员工的批判性思维与中庸思维, 以及员工的组织

认同与专业认同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既响

应了 Petelczyc 等人(2018)提出的探索玩兴氛围影

响个体、团队和组织的边界条件的倡议, 又实现

了在互联网行业中检验团队玩兴氛围的影响机制, 
促进了实证研究的情境化, 为互联网企业在领导

培养、员工选聘和发展等方面提供管理启示。 
最后, 从中国文化特征出发, 本研究采用主

位取向, 超越现有的集中在西方情境中发展的玩

兴氛围研究, 或通过跨文化比较识别不同文化背

景中玩兴或玩兴氛围差异的研究。具体而言, 在
发展玩兴氛围的测量工具时, 考察了中国文化对

待工作中玩乐的态度, 同时结合国内互联网企业

的玩兴实践, 提出蕴含中国文化特点的企业玩兴

实践措施或制度。这既丰富了西方玩兴活动、氛

围的研究, 又为中国互联网企业营造玩兴氛围提

供了针对性的理论依据, 有助于企业明晰应该从

哪些方面, 如组织支持抑或同事互动等, 进行玩

兴工作环境或氛围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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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level mechanism of playful climate on innovative behaviors  

in internet companies 

YANG Jie1; ZHANG Lu1; HUANG Yo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o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oals, Internet companies often stimulat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employees by cultivating a happy and joyful work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link between playful climate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lacking empirical support. Building on the prior findings of playfulness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ree important issu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yfulness, study 1 develops a scale to measure team playful climate in 
Chinese Internet firms. Standing on the team level study 2 discusses the cross-leve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yful work environment and employee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Based on the Componential 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ity, study 3 
introduces individual thinking styles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to explor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stimulat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Our findings have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eam playful climate 
in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enhanced playful climate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companie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playful climate; innovative behaviors; job crafting;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mponential 

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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